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
与公众归责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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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决策发表看法并对负面后
果进行归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同样出现负面后果的自由裁量决策中，
公众是否会依据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形成差异的归责倾向？论文探讨公众
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通过
一项多案例研究，以及一项调查实验研究发现：（１）公众在面对具有显著道德
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时，更不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且更能够容忍负面后果；
（２）公众在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责中存在两种心理机制，
具体是“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和“较少的愤怒情绪”。研究实证结论表明，
在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出现负面后果时，政府旨在回应社会问责压力的强力
问责举措并不总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在对引起公众关注的自由裁量负面后果实
施问责时，地方政府应根据议题属性做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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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官员的不当行为被披露于社交媒体上，公众舆论带来的社会关注压力会
影响政府问责，已有研究称之为社会问责（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５；Ｍａ，２０１２）。社会问责形成的微观基础是公众对政府与官员的期望。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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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共服务失败或官员行为导致负面后果，公众会进行归责（Ｂｌａｍ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 Ｋｕｏ，２００８），以探究“谁应该为后果承担责任、
如何承担责任”。近年来，诸如“１２０接线员延误救治大学生”等事件引发了社
会关注，也引起公众归责的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公众如何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街
头官僚是指“在工作中直接与公民互动，并且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工作者”
（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８０：３）。他们具有实施自由裁量决策的权力，同样需要承担由此产
生负面后果的责任（甘甜，２０１９；韩志明，２００８；叶娟丽、马骏，２００３）。公
众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能够对街头官僚形成间接的
控制与影响（Ｂｒｕｍｍｅｌ，２０２１），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具有促进作用。

公众会对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然而鲜有文献探讨自由裁量
决策的议题属性对归责的影响。街头官僚时常会面对具有道德困境（Ｍｏｒ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议题（Ｂｏｉｎ ＆ Ｎｉｅｕｗ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１３；Ｚａｃｋａ，２０１７；
孙斐、王刘娟，２０２１）。道德困境是指在自由裁量决策的实施中，街头官僚处于
没有“正确”方案的两难境地（Ｂｏｉｎ ＆ Ｎｉｅｕｗ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１３；Ｋａｌｋｍａｎ，２０２０），
每种潜在方案都各有利弊，并且方案之间难以直接比较。例如，在应急救援实
践中，救援队员可能需要面对如何在不同公众群体中配置稀缺物资的自由裁量
决策困境。探讨公众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
责，具有如下两点意义。第一，将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纳入归责的分析，
有助于深化既有文献对于公众归责的复杂逻辑的理解。第二，政府经常运用强
力和快速的问责措施，以回应公众对自由裁量决策负面后果的关注和舆情压
力（Ｈａｓｓｉｄ ＆ Ｂｒａｓｓ，２０１４）。然而，这种出现负面后果就强力问责街头官僚的
做法逐渐受到诟病。探究公众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进行
归责，对于政府应对相关类型事件引发的公众关注压力具有实践意义。

本文探讨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对公众归责的影响，通过一项多案
例分析以及一项调查实验研究发现：第一，公众在面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
由裁量决策时，更能够容忍负面后果且更不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第二，公众
在面对具有道德困境的自由裁量决策时，更倾向对负面后果进行外部归因，且
由于负面后果而产生愤怒情绪的可能性更小。本文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公众不仅
会根据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还会综合考虑自由裁量决策议题的
属性，这增进了已有文献对于公众归责逻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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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问责与公众归责
既有文献指出，社会问责在中国已经兴起（Ｍａ，２０１２），甚至有部分文献认

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社会问责的作用在中国更为凸显（Ｈａｓｓｉｄ ＆ Ｂｒａｓｓ，２０１４）。
根据社会问责理论，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需要符合社会公众的期望（黄冬娅，
２０１２）。当政府服务不尽人意或官员行为导致负面后果时，公众会发表意见，要
求政府和官员承担责任（Ｊｏｓｈｉ ＆ Ｈｏｕｔｚａｇｅｒ，２０１２）。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政府和官员行为愈发透明化，提供给公众发表
意见和讨论的“非正式问责论坛”（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ｕｍ） （Ｂｏｖｅｎｓ，
２００７；Ｊａｃｏｂｓ ＆ Ｓｃｈｉｌｌｅｍａｎｓ，２０１６），公众能够在社交媒体平台对政府和官员行为
进行披露、发表意见和讨论（Ｈｏｏｄ，２００７；Ｊｏｓｈｉ ＆ Ｈｏｕｔｚａｇｅｒ，２０１２）。由此集聚
的公众意见和社会压力使得政府需要做出回应（Ｈａｓｓｉｄ ＆ Ｂｒａｓｓ，２０１４）。近年
来，我国公众愈发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官员行为及其负面后果，并发表意
见。政府倾向于通过迅速与强力的问责措施来回应公众的关切。既有文献验证
了政府在对官员的问责中会受到社会关注和公众意见压力的影响（Ｚｈｏｕ ＆ Ｃａｉ，
２０１９）。例如，危机事故发生后，社会关注压力会使得政府加大对事故问责和处
罚的力度（Ｗｅｉ ＆ Ｌｕ，２０１５）。社会问责反映了公众对政府与官员行为的期望。
当官员的决策或者行为出现负面后果时，公众会寻找责任主体以表达不满
（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那么，公众如何进行归责？归责过程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
影响？

既有文献对公众归责的探讨集中于公共服务和危机应对情景。研究发现，
公众归责会受到公众个体属性、公共服务提供形式以及公众接触的事件信息等
因素的影响。第一，公众个体属性对其归责的影响。既有研究结果表明，在西
方背景下，公众的党派倾向会影响其对政府服务低效的归责（Ｌｙｏｎｓ ＆ Ｊａｅｇｅｒ，
２０１４；Ｔｉｌｌｅｙ ＆ Ｈｏｂｏｌｔ，２０１１），表现为对所支持政党在执政期间出现的问题给予
较轻的归责。例如，Ｔｉｌｌｅｙ和Ｈｏｂｏｌｔ （２０１１）在对英国公众的调查实验的分析中
发现，公众在面对所支持政党的失败时会选择性归因（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即
将政府失败归因于环境因素，因而降低对所支持政党的归责。第二，既有研究
探讨了公共服务中服务的提供形式对公众归责的影响，具体探讨“公共服务外
包是否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的归责”等问题（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Ｐｉａｔａ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Ｊａｍｅｓ等学者（２０１６）在对公众的调查实验中发现，公共服务外包给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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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并不能降低公众对政府决策者的归责，然而当公共服务委托给政府内部
机构则能降低公众对决策者的归责。第三，部分研究还关注了危机应对失败中，
危机性质、危机事件报道信息等因素对公众归责的影响。例如，Ｍａｌｈｏｔｒａ和Ｋｕｏ
（２００８）在对有关美国卡特琳娜飓风的公众调查实验中发现，当公众接触到事件
中官员的党派信息时更可能归责于对立党派官员，而当公众接触官员责任信息
时，他们在归责中则表现出更高的原则性。

既有文献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公众归责研究尚较少。街头官僚在公
共服务提供中直接与公众互动（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８０），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被媒体披露
和引起公众关注（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公众有时会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现
场图片、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如微博）上，这会引起更多公众对街头官僚进
行归责。在既有文献中，Ｂａｒｎｅｓ和Ｈｅｎｌｙ （２０１８）是少数关注公众如何对街头官
僚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责的学者。他们研究发现公众在归责时会考虑街头官僚
面临的约束条件，当公众将街头官僚视作“受约束的官僚”（如受规则、资源等
约束），公众更可能将负面结果归因于官僚所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也更能够容
忍负面后果。然而，这一研究主要关注公众对亲身经历的公共服务的归责，而
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作为旁观者的社会公众如何对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
归责。

（二）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与公众归责
街头官僚理论指出，在自由裁量决策实施中，街头官僚常常会面临道德困

境（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８０；Ｌｏｙｅｎｓ ＆ Ｍａｅｓｓｃｈａｌｃｋ，２０１０；Ｚａｃｋａ，２０１７；孙斐、王刘娟，
２０２１）。街头官僚在实施自由裁量决策中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要求，包括规章制
度、公民需求以及专业规范等（Ｈｕｐｅ ＆ Ｈｉｌｌ，２００７）。其中，ＭａｙｎａｒｄＭｏｏｄｙ和
Ｍｕｓｈｅｎｏ （２０００）提出的“公民代理人（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ｇｅｎｔ）”和“国家代理人
（Ｓｔａｔｅａｇｅｎｔ）”概念，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裁量决策中的困境，前者强调对公民需
求予以回应，后者则强调街头官僚需要遵循规则。例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３）的
研究发现，在患者救治的自由裁量决策中，医生会面临如何权衡医疗规范要求
（如对麻醉药剂量的规定）和患者需求（如需要更多剂量以缓解痛苦）的棘手
困境。

危机应对情景中，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尤为凸显，也更可能
出现严重的负面后果。危机应对情景中的道德困境常常表现为街头官僚没有合
理的或者正确的方案可选（Ｋａｌｋｍａｎ，２０２０）。在这种困境下，街头官僚的自由
裁量决策更类似于一种道德决策，他们需要在不同决策方案之间做出权衡，然
而这些方案“代表不同价值取向且无法进行理性比较” （Ｂｏｉｎ ＆ Ｎｉｅｕｗｅｎｂｕ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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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３７１）。以医护人员为例，他们在危机应对中会面对多位患者同时需要救
治的情况，此时，他们实施自由裁量决策面临着如何在不同类型患者间分配有
限医疗资源的道德困境（Ｂｏｉｎ ＆ Ｎｉｅｕｗ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１３）。

归责研究指出个体在归责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种心理机制：对事件后果的归
因推论以及由事件后果引发的愤怒情绪。第一，对事件后果的归因推论。部
分文献运用归因理论解释个体归责倾向的形成（Ｍａｌ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Ｗａｌｓｔｅｒ，
１９６６；Ｗｅｉｎｅｒ，２０００），指出公众形成归责倾向依赖于如何建立事件后果的因
果关系及确认责任主体（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Ｌｅ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Ｐｉａｔ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对事件后果的不同类型归因推论，如内部和外部归因，会导致不
同的归责倾向。外部归因暗含着事件结果的可控性较低，因此负面结果更多被
解释为外部环境因素所致（Ａｌｉｃｋｅ，２０００；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８５）；而内部归因方式则倾
向于将事件后果归因于个体自身的内部因素，因此更可能归责于当事人（Ｃｒａｎｔ
＆ Ｂａｔｅｍａｎ，１９９３；Ｓｈａｖｅｒ，２０１２）。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文献运用归因理论，探
讨了公众如何对服务负面结果进行归责。例如，企业服务的消费者会根据对服
务失败结果的归因来确定责任是由销售人员还是企业承担（Ｆｏｌｋｅｓ，１９８４）。对
公众归责公共服务失败的研究同样发现，当公众将服务失败结果归因于难以控
制的外部因素（如资源约束）时，他们更可能归责于官僚机构而非直接提供服
务的官僚个体（Ｂａｒｎｅｓ ＆ Ｈｅｎｌｙ，２０１８）。这种将他人行为负面后果归因于外部因
素的方式也被文献概念化为“积极归因（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ｋｅｒ ＆ Ａｘｔｅｌｌ，
２００１）。

第二，事件后果引发的愤怒情绪。公众会由于事件负面后果形成愤怒的情
绪反应，这可能会影响其归责倾向的形成。情感启发式研究及相关社会心理学
文献指出，个体情绪反应会影响其决策和判断（Ｓｌｏｖｉ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由事件引
发的愤怒情绪会使个体倾向于采取反对行动，以及对事件做出消极评价。对司
法决策等领域的研究发现，个体情绪反应会影响其对事件负面后果的归责
（Ｆｅｉｇｅｎｓｏｎ ＆ Ｐａｒｋ，２００６；Ｎｕ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例如，研究表明，虽然陪审员被
要求基于事实做出理性判断，然而他们的判罚决策会受到由于犯罪事件引发的
愤怒情绪的影响（Ｎｕ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一项对陪审员的实验研究发现，陪审员
在看到可怕的犯罪图片后会形成更强烈的愤怒情绪，做出的判罚也可能更严厉
（Ｂｒｉｇｈｔ ＆ ＧｏｏｄｍａｎＤｅｌａｈｕｎｔｙ，２００６）。

通过上述梳理发现，既有文献相对缺乏对公众如何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
策进行归责的探讨，同时尚未探讨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带来的影响。现今
城管执法队员等街头官僚的行为及负面后果经常性地被披露到社交媒体，进而
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因此，深化理解公众对此类事件的归责具有意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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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归责文献未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这一具体情景开展分析，但其中对公
众归责心理机制的探讨为本文提供了分析思路。鉴于此，下文将通过一项涵盖
多案例分析和调查实验的混合研究，探讨公众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
裁量决策进行归责这一问题。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设计（Ｃｒｅ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９），其被认为适合探讨缺乏充分理论解
释的研究现象（Ｍｅｌｅ ＆ Ｂｅｌ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１９）。混合研究设计能够将定性与定量研究
的发现互为补充。定性研究能够挖掘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定量研究则更常被用
于验证变量间的关系（Ｓｍａｌｌ，２０１１）。本文具体运用探索性顺序（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混合研究设计（Ｃｒｅ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９；Ｍｅｌｅ ＆ Ｂｅｌ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ｉ，
２０１９），即遵循“定性→定量”研究顺序：首先运用定性研究挖掘潜在的作用
机制以及形成解释的命题，其次运用定量数据验证定性研究的发现和命题。

本文探讨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如何影响公众对街头官僚的归责倾
向。根据这一研究问题，本文的探索性混合研究设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选取
出现严重后果并引发公众关注的自由裁量决策案例，分析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
困境属性对公众归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运用理论抽样的方式选取道德
困境属性具有差异的两起自由裁量决策案例，通过案例内分析和案例间比较探
讨影响关系及作用机制。二是运用对公众的调查实验研究进行变量关系及作用
机制的定量检验。调查实验研究运用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设计具有不同道德
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情景，邀请被试对自由裁量决策负面后果做出归责等
反应。调查实验被试来自于“见数（Ｃｒｅｄａｍｏ）”调查平台招募的公众样本。

四、多案例研究

（一）方法与数据
１ ． 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遵循理论抽样方式（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分析的自由裁量决策案例

满足以下要求。第一，案例满足如下共性特征：（１）涉及街头官僚实施自由裁
量决策；（２）自由裁量决策造成严重负面后果；（３）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案例信息如表１所示）。第二，依据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解释变
量）差异进行不同案例的选择，具体选取具有高程度和低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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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决策案例。根据上述案例选择要求，本文选取两个具有不同道德困境
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案例，分别是“１２０救护车急救医生未向求救患者施救事
件”（后文称“救护车医生”案例）和“１２０接线员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后
文称“１２０接线员”案例）。在两起案例中，当事救护车医生和接线员都需要实
施自由裁量决策。救护车医生是实施“是否提供给第二位患者急救设备”的自
由裁量决策，１２０接线员需要实施“在难以问清地址情况下如何派出救护车”
的自由裁量决策。并且，两起案例中的自由裁量决策都出现了严重后果。前一
案例造成一位患者因病身亡，后一案例中求助人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身亡。
这两起案例都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在微博平台上两起案例的阅读量均超过５
亿次（如表１所示）。两起案例在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上存在差异。在
“救护车医生”案例中，当事急救医生面对具有高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
决策，表现为无论是否给予第二位求助患者急救设备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① 在
“１２０接线员”案例中，当事接线员的自由裁量决策主要是基于职责要求，根据
求助人情况派出救护车，没有面临显著的道德困境。

表１　 两起案例及其基本信息

案例名称 案例背景信息 街头官僚自由
裁量决策

自由裁量决策
的道德困境

自由裁量
决策的后果

社会公众
关注

调查与
问责结果

“救护车
医生”
案例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０日，上海浦
东一辆急救车正在执行一
位急症患者的急救任务。
在执行任务路途中，救护
车被同一小区一位求助者
拦住，该求助者要求医务
人员出借车载除颤仪（救
助家中哮喘病人）。救护
车急救医生出于先将车上
急症患者送往医院的考
虑，没有同意出借。最终
途中遇到的哮喘病人不幸
离世

救护车医生
实施“是否
提供给第二
位患者急救
设备”的自
由裁量决策

高
无论是否给
予第二位求
助患者急救
设备都可能
引发严重
后果

严重负面后
果：途中遇
到的哮喘病
人最终不幸
身亡

该事件引
发公众广
泛关注，
该话题的
微博阅读
量达到
５ ７亿次

２０２２年３月
３１ 日，上
海浦东卫健
委通报回应
对该名医生
作出停职处
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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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救护车在急救中类似道德困境的讨论在２０１８年网络上就已出现，具体可参见知
乎上的文章“一辆在任务状态下的１２０急救车在路上偶遇一个也需要急救的病人，那么１２０
急救车是否也会救助这位病人？”具体网址是：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２７１１２７８３１。



案例名称 案例背景信息 街头官僚自由
裁量决策

自由裁量决策
的道德困境

自由裁量
决策的后果

社会公众
关注

调查与
问责结果

“１２０接
线员”
案例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７日，河南
大学一位女大学生由于
不适拨打１２０求救，沟
通过程中接线员反复要
求该大学生说明具体位
置。该大学生因为病情
原因未能说出位置，接
线员未予以及时派车。
后续患者室友回到寝室
再次拨打１２０。但由于时
间过长，患者因急性脑
出血不幸病故

１２０ 接线员
实施“在难
以问清地址
情况下是否
派出救护
车”的自由
裁量决策

低
根据求助人
情况派出救
护车，没有
面临两难
困境

严重负面后
果：拨打求
助的大学生
最终不幸
身亡

事件引发
公众广泛
关注，该
话题的微
博阅读量
达到５ ６
亿次

２０２２年６月
６日，郑州
市政府发布
通报事件和
问责情况，
其中通报
“接线员具
有直接责
任，将其直
接开除”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公众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负面后果的归责倾向，

涵盖是否归责于街头官僚及其原因。本文运用微博平台中的公众评论作为分析
案例中公众归责倾向的数据来源，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微博平台构成了
Ｂｏｖｅｎｓ （２００７）所述的“问责论坛”。在中国情境下，微博平台是公众对公共事
务进行评论和发表意见的主要平台之一。二是微博平台拥有庞大的受众群，这
为公众提供了发表看法并进行辩论的可能。

本文分析的公众评论数据来源于微博平台上报道该事件且评论最多的微博
信息（即该事件在微博中的“话题主持人”）。例如，在“救护车医生”案例
中，笔者分析了《中国新闻周刊》发布的微博信息及公众评论。该微博信息共
有４ ９万条评论。笔者首先爬取了微博的公众评论数据，然后分析其中获赞数
大于或等于２的评论，① 共计２９７条。运用同样的数据获取方式，在“１２０接线
员”案例的数据收集中，笔者分析了由《中国新闻网》发布的微博信息（公众
评论最多）及公众评论，具体分析其中获赞数大于或等于２的１１７条评论。
３ ．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工作集中在对公众微博评论中归责倾向的分析。多案例分析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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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包括对一级公众评论进行跟进回应的二级公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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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如下步骤。第一步，对“救护车医生”和“１２０接线员”两个案例进行单
案例分析，分为如下两个步骤。首先，公众归责倾向的编码。编码评论中公众
是否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即是否支持政府对街头官僚实施问责与处罚，编码
结果包括“支持”“不支持”以及“未陈述归责倾向”三类。由于公众在评论
中不像在问卷调查中能够直接选择“支持”或者“不支持”，其归责倾向可能
会隐含在评论的字里行间。笔者阅读评论内容对公众归责倾向进行人工编码，
编码遵循如下标准。公众支持归责于街头官僚的评论可能会包含“应该停职”
“要负责”等词汇。公众不支持归责的评论会包含“有点冤”“不应该停职”等
词汇。对于未出现明显归责倾向的词汇的评论，笔者还会根据评论的含义进行
编码。例如，“怎么不说是庸政懒政导致的结果”会被编码为“不支持归责于街
头官僚”。在编码过程中，笔者与一名研究助理分别对两个案例的评论进行编
码，然后对编码不一致的评论进行分析进而最终确定编码结果。其次，公众归
责倾向形成的原因编码。在明确表达支持或者不支持归责于街头官僚的评论中，
笔者进一步编码归责倾向形成的原因以分析其作用机制。在归纳公众归责的原
因中，笔者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方式（Ｂｒａｕｎ ＆ 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０６）。主题分析是归纳
分析文本数据的定性方法之一，已经被运用到街头官僚文献中（Ｓａｂｂ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具体运用逐级编码的分析步骤，分为开放式编码和形成主题两个步骤。
例如，笔者在编码一条支持归责于街头官僚的评论时，针对“太教条，没有灵
活性……”的表述，在开放式编码中被归纳为“将事件后果归因于当事医生僵
化遵循规则”，在形成主题中被归纳为“将事件后果进行内部归因（官僚自身原
因）”。

第二步，遵循多案例分析的复制逻辑，本文比较两个案例间的变量模式差
异（Ｙｉｎ，２０１３），进而形成理论框架并提出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命题。

（二）研究结果
在案例研究结果的论述中，本文首先分别论述两个案例的分析结果，具体

对公众归责倾向及其原因展开论述，其次进行两个案例比较分析结果的论述与
讨论。
１ ． “救护车医生”案例的公众归责分析结果
“救护车医生”案例中公众归责倾向的编码结果表明，在２９７条评论中，有

９８条公众没有明确表达归责倾向，即是否支持归责于当事救护车医生。在１９９
条公众明确表达归责倾向的评论中，有１６４条公众不支持对当事医生进行归责
与处罚（占比为８２ ４１％），有３５条公众支持处罚（占比为１７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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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支持归责的评论中，① 公众主要通过积极归因（即归因于外部因素）来
阐述自己归责倾向形成的原因。７４条评论中公众将负面后果归因于议题本身具
有的困境，强调当事医生在实施自由裁量决策中的两难困境。如下面一条评论
中，公众指出这是一个难题，无论选择哪一个方案都可能出现严重后果。

借出去，车上的人出事，借出去的人背锅；不借出去，车下的人出事，
不借出去的人背锅。总结：这道题只有错误答案，没有正确答案。这道题我
不会做。
在３１条不支持归责的评论中，公众归因于制度或管理问题。如下面两条评

论中，公众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医疗系统和制度问题，制度没有做出该情况下
的明确规范要求，而当事医生不应该对此负责。

一个医生如何确保俩求救于他的病人同时没事？“老实人”不可欺。个
体不该为系统失责而担责。

你得官方定好规矩，不然医生怎么执行。
４条评论中公众将负面后果归因于途中遇到的哮喘患者（第二位患者）的家

属延误，以及３条评论中将负面后果归因于（救助哮喘患者却迟来的）第一辆
救护车。例如，下面一条评论中，公众认为负面后果是由于哮喘患者呼叫的救
护车未及时到达，而不是当事救护车医生的问题。

这件事的根源不在于属于老人的救护车１个多小时才来吗？如果救护车
及时到达，老人的家人和朋友用得着跟第一辆１２０抢资源吗？
此外，１５条评论中公众不支持归责于当事医生是考虑到归责可能导致的不

利影响，例如“医生短缺”及“损害医生群体积极性”等。
在支持归责于当事救护车医生的评论中，② 多数公众表达了愤怒情绪。具体

来说，在３５条支持归责的评论中，有２３条明显透露出公众对当事医生的愤怒
情绪。例如，在下面两条评论中，公众表达了对该医生的愤怒。

昨天还是国际医生节，这两个医生真是丢脸。
……如果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当医生……是对国家职业精神的亵渎！

此外，在８条支持归责于当事医生的评论中，公众将严重后果归因于医生的
自身决策失当或者僵化遵循规则。例如下面两条评论中，公众认为由于当事医
生缺乏灵活性，僵化地遵循规则从而导致自由裁量决策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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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不支持归责的１６４条评论中，有４２条评论只陈述归责倾向而没有陈述原因。在不
支持归责且陈述原因的１２２条评论中，有５条评论涵盖了两个原因。

在“救护车医生”案例支持归责的３５条评论中，有４条评论只陈述归责倾向而没有
陈述原因。



还是太教条啊，现代人都缺少敢作敢为的担当。
太教条，没有灵活性，怕丢了自己乌纱帽，那可是一个人的性命，当时

的家属多绝望啊。
综上所述，“救护车医生”案例中，多数公众不倾向归责于当事医生。公众

不支持归责于街头官僚的主要原因在于将负面后果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自由裁
量决策议题的困境，制度或者管理因素，甚至是患者家属与第一辆救护车的
问题。
２ ． “１２０接线员”案例的公众归责分析结果
“１２０接线员”案例中，笔者对公众归责倾向的编码结果显示：在１１７条评

论中，有７０条评论明确表达了归责倾向。其中，在６７条评论（占比９５ ７１％）
中，公众支持对接线员的问责与处罚，仅有３条公众认为问责需要按照程序
进行。

在６７条支持归责于当事接线员的评论中，① 有３７条公众表达了对接线员的
愤怒情绪。例如下面一条评论，公众表达了在听过现场录音后对接线员的愤怒，
认为应该严惩该接线员。

必须严惩不贷，看那个视频录音真的太气人。
在支持归责于接线员的评论中，有１６条公众将负面后果归因于接线员决策

失当、业务能力不足甚至职业道德欠缺等自身因素。例如，下面评论中公众指
出接线员在沟通中对患者情况的判断失当。

调度人员受理报诊电话时，主观认为报诊人为年轻大学生、病情不危
急……年轻大学生就不会病危吗？我服了。哪里得来的结论啊。
此外，在３条评论中公众表达了对求助人的同情情绪，以及认为当事接线员

应当受到问责。
在其他３条评论中，公众表达了对问责程序的关注，认为即使问责当事接线

员也需要遵循程序。例如，下面一条评论中，公众指出调查需要尊重司法程序。
这是内部调查结果，行政只能管到开除。评论区里喊判刑的，行政管得

了？我也觉得这个接线员应该被重判，但我们不是应该尊重司法实践，走
法律途径吗？
综上所述，“１２０接线员”案例中，多数公众倾向于归责于当事接线员。多

数公众会将负面后果归因于当事接线员的自身问题，如接线员决策失当、业务
能力不足，甚至是缺乏职业道德等。此外，在超过一半的支持归责评论中，公

·９０１·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与公众归责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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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原因。在支持归责且陈述具体原因的５０条评论中，有６条评论涵盖了两个原因。



众表达了对接线员的愤怒情绪。
３ ． 案例比较分析结果
在单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以探讨自由裁量决策

的道德困境属性对公众归责倾向的影响。通过“救护车医生”和“１２０接线员”
案例中公众归责的比较分析发现，在高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救护车
医生”案例）中，公众面对负面后果更不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如表２所示）。
进一步地，通过对公众评论的归纳主题分析发现，公众归责倾向的形成具有两
种主要心理机制：（对负面后果的）归因推论和愤怒情绪。

表２　 案例比较分析结果
自由裁量的道德
困境属性

公众归责于
街头官僚的倾向

公众对
街头官僚的情绪

公众对负面后果
的归因方式

“救护车医生”案例 高 不支持归责 愤怒情绪低 倾向于外部归因
“１２０接线员”案例 低 支持归责 愤怒情绪高 倾向于内部归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在“救护车医生”案例中，公众对急救医
生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更倾向于积极归因，具体会归因于议题困境、制度
和管理甚至是病人家属等外部因素。相对而言，在“１２０接线员”案例中，公
众将负面后果主要归因于接线员的自身因素，例如决策失当、业务能力不足以
及职业道德欠缺等。归责相关文献指出，个体将他人行为的负面后果归因于外
部环境因素时，更不倾向于归责于当事人（Ｃｒａｎｔ ＆ Ｂａｔｅｍａｎ，１９９３）。上述多案
例分析表明，在具有高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议题中，公众会认为事件
后果的可控性较低，更倾向对负面后果进行积极归因，即将后果归因于外部环
境因素。第二，对街头官僚的愤怒情绪。公众会由于决策的负面后果产生不满
甚至愤怒情绪。多案例分析发现，在具有高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
（“救护车医生”案例）中，公众对街头官僚表达出的愤怒情绪相对较少（相对
于“１２０接线员”案例）。这与Ｂａｒｎｅｓ和Ｈｅｎｌｙ （２０１８）对社会工作服务的定性
研究的发现相一致，即公众会对糟糕的服务感到不满，但如果公众认为街头官
僚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他们不倾向于将不满情绪转移到街头官僚身上。

基于上述多案例分析，本文提出自由裁量决策道德困境属性与公众归责倾
向的理论框架（如图１所示），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假设。

假设１：在出现负面后果时，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显著负向影响公
众归责于街头官僚的倾向。进一步地，提出下面两个机制解释的研究假设。

假设２ａ：在出现负面后果时，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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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即倾向于归因于外部因素而不是街头官僚内部
因素。

假设２ｂ：在出现负面后果时，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显著负向影响
公众的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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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案例研究形成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下文通过一项大样本的调查实验以及一项复制实验检验研究假设。

五、调查实验研究

（一）方法与数据
１ ． 实验设计
本文采用单因素的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对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

进行干预，探讨道德困境属性对公众归责倾向的影响。在实验设计中，本文设
置了低程度和高程度两个水平的自由裁量决策道德困境属性。具体实验情景聚
焦于灾害救援中的自由裁量决策。灾害救援决策可能会出现道德困境，并且自
由裁量决策结果直接关系到他人的生命安全（Ｂｏｉｎ ＆ Ｎｉｅｕｗ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１３）。调查
实验情景材料如表３所示，在高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作为实验
组）中，救援队员面临“救路途中遇到的被困灾民”还是“按照原定任务去救
前面学校的受困学生”的自由裁量两难困境。而在低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实验
情景（作为控制组）材料中，未描述这一两难困境。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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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调查实验情景材料
控制组的情景材料（低道德困境属性） 实验组的情景材料（高道德困境属性）
　 　 Ａ县发生重大地震灾害后，救援队
员张某被派往灾区开展救援。由于灾区
通信设备破坏严重，救援队员无法与外
界联系，需要自己做出救援决策。张某
在路途中看到一位男性灾民被压在房屋
废墟下，发现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救
出，并且判断该男性灾民的生还概率很
小。于是，张某没有对该男性灾民进行
救援，而是继续前往灾区

救援结束后，该男性灾民被发现身
亡，其家属要求对队员张某进行问责

　 　 Ａ县发生重大地震灾害后，救援队员张某被派往
灾区开展救援。由于灾区通信设备破坏严重，救援队
员无法与外界联系，需要自己做出救援决策。张某在
路途中看到一位男性灾民被压在房屋废墟下，发现需
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救出，并且判断该男性灾民的生
还概率很小。队员张某接受的任务是救援灾区一所中
学的受困学生，该中学受灾情况严重，受困学生存在
生命危险急需展开救援。于是，张某没有对该男性灾
民进行救援，而是继续前往灾区

救援结束后，该男性灾民被发现身亡，其家属要
求对队员张某进行问责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数据来源
调查实验的被试数据来源于“见数”调查平台，该调查平台中的公众样本

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实验研究中。实验数据回收工作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开展，最终
共收集１０００份数据样本。此外，为了增强调查实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
通过“问卷星”调查平台中自建的公众样本库，进行调查实验的复制研究。
３ ． 变量测度
（１）公众对街头官僚的归责倾向。公众归责倾向的测度具体从态度层面询

问被试支持政府问责街头官僚的程度。具体而言，被试在阅读情景材料后，被
要求回答下述问题：“你对队员张某应该受到问责的同意程度”（９级李克特量
表，不同意＝ １，同意＝ ９）。

（２）公众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借鉴既有文献对积极归因的测度方式
（Ｐａｒｋｅｒ ＆ Ａｘｔｅｌｌ，２００１），本文运用三个题项测度公众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
具体是让被试回答对下述三个陈述的同意程度，分别是：“虽然出现严重的后
果，但很难说是该队员的错误”， “这种情况下该队员已经尽了努力”，以及
“这种情况下很难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不同意＝ １，同意＝ ９）。分析发现三个
题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 ８０４，表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信度。

（３）公众的愤怒情绪。对救援人员的愤怒情绪的测度是通过被试回答下面
一个问题，具体是“你对该救援队员张某感到愤怒吗？”（非常不愤怒＝ １，非常
愤怒＝ ９）。

（４）控制变量。本文将被试的性别（男＝ １，女＝ ０）、年龄、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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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及以下＝ １，高中或者中专＝ ２，大专＝ ３，本科＝ ４，硕士＝ ５，博士＝ ６）
以及是否有亲属在公共机构工作（是＝ １；否＝ ０）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数据分析
中。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类别 频数 占比／均值

实验干预 实验组（高道德困境属性） ５０２ ５０ ２％

控制组（低道德困境属性） ４９８ ４９ ８％

性别 男 ３６３ ３６ ３％

女 ６３７ ６３ ７％

年龄（岁） １０００ ２９ ３１９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 ０ ２％

高中或者中专 ４７ ４ ７％

大专 １１０ １１ ０％

本科 ６９５ ６９ ５％

硕士 １３６ １３ ６％

博士 １０ １ ０％

亲属在公共机构工作 是 ２９０ ２９ ０％

否 ７１０ ７１ ０％

公众归责倾向 １０００ ３ ９００

公众的愤怒情绪 １０００ ４ ４１０

公众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ａ １０００ ５ ７９７

　 　 注：该变量将三个题项的值合计平均形成的结果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４ ． 操纵检验
为了验证实验干预的有效性，笔者在调查实验中设置了一个操纵检验问题。

该问题具体询问被试“你认为上面案例中，队员张某做出决策的困难程度（容
易＝ １，困难＝ ９）”。组间均值差异分析表明，在实验处理组（道德困境属性
高）中，被试认为自由裁量决策的困难程度显著高于控制组（道德困境属性低）
（ｔ ＝ － ６ ９８８，ｐ ＜ ０ ００１），结果表明实验干预有效。

此外，为了识别和排除不认真填答的实验样本，笔者设置了一道注意力检
验题（Ｇｕ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用于被试在参与调查实验时的注意力检测。具体
来说，被试在阅读完情景材料和翻页后（即无法翻到前页再次查看情景材料），
询问材料中遇到被困人员的性别，共包括“男” “女”以及“没有明确性别”
三个选项。被试填答错误的问卷会被视为没有被认真填答的无效样本，不会纳
入数据分析中。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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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
假设１预期在高程度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中，公众更不倾向于归责

于街头官僚。通过对公众归责倾向的组间均值差异检验表明，在控制组（道德
困境属性低）和实验组（道德困境属性高）中，公众归责于街头官僚的倾向具
有显著差异（ｔ ＝ ９ ０３３，ｐ ＜ ０ ００１）。公众在面对具有高程度道德困境的自由裁
量决策中，更不倾向于将负面后果归责于街头官僚（如图２所示）。分析结果支
持假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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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组间均值差异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笔者进一步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ＯＬＳ）回归分析验证假
设１。表５模型（１）在纳入被试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显著负向影响被试归责于街头官
僚的倾向（ｐ ＜ ０ ００１），结果支持假设１。

假设２ａ和假设２ｂ分别预期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正向影响公众对负
面后果的积极归因，以及负向影响公众的愤怒情绪。对公众愤怒情绪与公众
（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的组间均值差异分析表明，在控制组（道德困境属性
低）和实验组（道德困境属性高）中，公众愤怒情绪具有显著差异（ｔ ＝ ９ ０５３，
ｐ ＜ ０ ００１），公众（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也具有显著差异（ｔ ＝ － ９ ０２８，
ｐ ＜ ０ ００１）。

笔者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进行中介分析，具体通过ＳＰＳＳ软
件中的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进行操作分析。如表５模型（２）和模型（３）所示，自
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积极归因以及显著负向影响公
众的愤怒情绪。在加入公众积极归因和愤怒情绪的变量后，如表５模型（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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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道德困境属性对公众归责于街头官僚的倾向不再具有显著影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道德困境属性→公众积极归因→公众归责倾向”的中
介效应显著（９５％ 置信区间： － ０ ７２６至－ ０ ４３２）；“道德困境→公众愤怒情绪
→公众归责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９５％置信区间： － ０ ７５６至－ ０ ４６０）。并且，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直接效应不显著（９５％置信区间： － ０ ２１８至０ ０４９），这表明
公众积极归因和愤怒情绪起到中介作用。综上所述，回归分析结果支持假设２ａ
和假设２ｂ。

表５　 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公众归责倾向
模型（１）

因变量：
公众积极归因
模型（２）

因变量：
公众愤怒情绪
模型（３）

因变量：
公众归责倾向
模型（４）

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
性（高＝ １；低＝ ０） － １ ２５７ １ １６１ － １ ２３１ － ０ ０８５

公众积极归因 － ０ ４９３

公众愤怒情绪 ０ ４８７

控制变量
性别 －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１ － ０ １４１ ０ ０５３

年龄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８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１

是否有亲属在公共机构工作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９８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９

常数项 ４ ４６１ ５ ６８９ ５ ２１４ ４ ７２７

Ｒ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７ ０ ８０１

Ｎ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还通过两项工作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① 首先，在多案例研究
中，本文通过微博平台中公众评论数据来分析公众的归责倾向。那么，对于不
会在微博平台上评论的公众的分析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调查实验中，笔者
设置了一道询问被试平常是否会在微博上评论的问题。笔者进一步对１０００个被
试样本中不会在微博上评论的１８９个被试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不在微
博评论的被试样本同样支持上述发现与结论。具体来说，对公众归责倾向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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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值差异分析表明，在控制组（道德困境属性低）和实验组（道德困境属性
高）中，公众归责于街头官僚的倾向具有显著差异（ｔ ＝ ３ ２６９，ｐ ＜ ０ ００１）。回
归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与１０００个被试样本的分析结论一致。

其次，本文对上述调查实验进行了一项基于不同被试样本的复制研究，以
验证实验结论的稳健性。具体来说，笔者运用同样的调查实验设计，在“问卷
星”调查平台中的公众样本库招募实验被试和复制研究（Ｎ ＝ ２３３）。复制实验
的结论没有出现差异。具体而言，对公众归责倾向的组间均值差异分析表明，
在控制组（道德困境属性低）和实验组（道德困境属性高）中，公众归责于街
头官僚的倾向具有显著差异（ｔ ＝ ４ ２８７，ｐ ＜ ０ ００１）。回归分析的结论与１０００
个被试样本的分析结论一致。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公众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媒
体上发表对官员行为的看法（Ｍａ，２０１２；周亚越、韩志明，２０１１）。其中，那些
直接与公众互动的街头官僚及其自由裁量决策后果经常性地被披露并受到广泛
关注。尤其是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过程中的现场视频、图片、音频在社交媒
体上被披露和传播，使得公众能够更直观地观察他们的决策。这种社会问责的
形式能够促进政府和街头官僚更加负责和符合社会期望。然而，既有文献较为
缺乏从实证层面探讨公众如何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

本文研究了公众在面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时，如何对负面
后果进行归责。通过对两起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自由裁量决策案例（“救护车医
生”和“１２０接线员”案例）的分析，以及一项公众调查实验（包括复制实
验），本文研究发现：（１）在出现负面后果时，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会
降低公众归责于街头官僚的倾向；（２）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属性使得公众
倾向于将负面后果进行积极归因（即将后果归因于外部因素），进而降低归责于
街头官僚的倾向；（３）道德困境属性还会降低公众由于负面后果引起的对街头
官僚的愤怒情绪。

本文具有如下两点理论意义与贡献。第一，通过纳入决策议题属性的分析，
本文深化了对公众归责逻辑的理解。公共管理文献已对公众在公共服务（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Ｌｅ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Ｐｉａｔ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危机应对（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
Ｋｕｏ，２００８）等情景中如何对失败后果进行归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公众
归责会受到个体属性、公共服务提供形式以及公众接触到的媒体报道信息等因
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纳入自由裁量决策议题属性的解释，发现公众在归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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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仅基于出现的负面后果，而是会综合考虑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形成
归责倾向。当前，公众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
的看法以使其负责，本文发现公众面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议题时更能够容忍
负面后果。第二，本文揭示了公众在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责时的两
种心理机制，即“对负面后果的归因”和“由负面后果引发的愤怒情绪”。既
有归责研究表明，个体归责倾向的形成主要基于归因推论和情绪的心理机制。
本文将公众归责的心理机制分析拓展至对街头官僚的研究中。

本文对以后政府的问责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社会问责在中国的
兴起，地方政府需要面对公众发起的社会问责压力。当街头官僚不当决策受到
公众关注并形成压力时，现今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通过快速和强力的问责措施
以回应公众压力的路径依赖。本文的结论表明，在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
量决策议题中，政府旨在回应社会问责压力的强力问责举措并不一定能获得公
众的支持。在未来的问责实践中，政府在面对造成负面后果且受到公众关注的
自由裁量决策时，需要根据议题属性做出区分。尤其是对于具有道德困境属性
的议题，地方政府应认识到公众对于负面后果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可以给予街
头官僚更多的容错空间。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在案例研究中对于公众归责倾向
的分析主要依赖公众微博评论数据。然而，要将基于微博公众评论的分析结果
推广到更一般性的公众群体，仍需持谨慎态度。尽管笔者在调查实验研究中通
过分样本（在微博上评论与否的不同公众样本）分析发现结果不存在差异，但
仍是基于调查平台招募的公众样本分析得出的结果。未来可以运用更具代表性
的抽样公众样本检验本文的分析结论。其次，本文未探讨自由裁量决策议题的
其他属性的影响，未来可以对其他议题属性及其对公众归责的影响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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